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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流层臭氧（O3）作为 重要的大气污染物之一，对植物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生化指标有着重要影响；并

通过作用于陆面植被间接改变全球和区域的碳循环以及气候和环境。本文系统地回顾了对流层臭氧影响陆面植被

的观测事实，主要包括其对光合作用、气孔导度、叶面积、生物量、产量等方面的影响；归纳和分析了常用的 O3 

暴露指数（ozone exposure index）和 O3 影响植被的参数化方案的优缺点；并介绍这些参数化方案应用于生态模

式和地球系统模式，模拟 O3 通过作用于陆面植被对碳、水、能量通量和状态的影响。 后探讨了 O3 影响植被

在观测、参数化方案及其模拟应用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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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ir pollutants, tropospheric ozone (O3) has great impacts 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of plants, and thus further changes global and regional carbon cycl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uthors first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site-level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O3 on vegetation, including photosynthesis, stomatal conductance, leaf 
area, and yield or biomas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xisting ozone exposure indices and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are then analyzed. In addition, the authors introduce the use of these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in global dynamic 
vegetation models and earth system model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quantifying the O3 impact in the Earth system. Finally,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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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流层臭氧（O3）是对生物有害的大气污染物，

是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光化学过程是其 主要

来源：当混合着各种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

（ CO）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的空气在受到日光照射时，便会

产生 O3(Avnery et al., 2011)。此外，平流层 O3 也可

输送到对流层，导致局部地区 O3 浓度升高。大量

站点的长期观测数据表明：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

排放的 O3 前体物浓度升高（主要来自交通运输、

石油化学综合工业、化石燃料和含氮化肥使用）和

增温，北半球对流层 O3 浓度显著上升，上升趋势

在亚洲和北美尤为明显 (The Royal Society, 2008; 
IPCC, 2013)。目前全球对流层 O3 浓度已达 30～50 
ppb（1 ppb=10−9

）(Mills et al., 2016)；且预计未来

几十年内在重度污染的北半球中纬度地区，仍以每

年 1～10 ppb 的速度持续增加 (Fang et al., 2013)。 
对流层 O3 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

对流层 O3是仅次于 CO2和 CH4 的全球第三大温室

气体，其辐射强迫为 0.4±0.2 W/m2 (IPCC, 2013)。
同时，作为一种反应性极高的气体和强氧化剂，O3

可对呼吸道、肺、眼睛产生刺激（唐孝炎等，2006），
增加哮喘发病率 (D’Amato, 2011)。此外，对流层

O3 被认为是对植被产生 大损害的大气污染物：通

过影响陆地植被，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等  (Wittig et al., 2009; Ainsworth et al., 
2012)。臭氧污染被认为是农业减产、森林衰退和枯

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Ashmore, 2005)。 
目前关于对流层 O3 对植被影响的文献已有上

百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站点实验观测的。此外，

已提出多个对流层 O3 暴露指数 (ozone exposure 
index)。基于站点观测数据和不同的指数，目前已

建立多个对流层 O3 影响植被的参数化方案，实现

站点观测到区域或全球的模拟应用。这些参数化方

案被陆面/生态模式及地球系统模式使用，用以提高

其陆面生态系统模拟（尤其在碳循环方面的模拟），

以及开展该影响在地球系统中所起作用的定量化

研究。在梳理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

O3 对植被影响的观测、参数化方案及其模拟应用方

面的研究进展，并提出若干建议，为系统和全面认

识对流层 O3 对植被的影响提供借鉴和参考。 

 
2  观测事实 

 
通过分析目前已有的观测研究，O3 影响植物生

理生化的机制可归纳如下（图 1）：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对流层 O3 可减少叶绿体中的叶绿素含量、

Rubisco 含量和活性以及增加叶绿体畸形率，并减

少叶面积和气孔导度，从而导致植物蒸腾和净光合

速率、植被水利用速率、树高/胸径、根冠比以及产

量和生物量降低。下面对各个部分进行分述。 
叶绿体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细胞器。O3

对叶绿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1）在高浓

度 O3 暴露下，叶绿体畸形率升高 (Pääkkönen et al., 
1998)；2）O3 暴露还会影响叶绿素含量，Booker et 
al.(2007)指出在植物繁殖阶段，O3 浓度的增加会使

得叶片叶绿素含量减小 17%～28%；3）O3 还可降

低叶绿体中的 Rubisco 含量及其活性 (Akhtar et al., 
2010; Inada et al., 2012)。 

在受到 O3 胁迫时，植物的气孔导度降低是植

物避害的一种途径。O3 经过叶片气孔进入植物体

内，可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形成活性氧自由基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打破细胞内自由基

的产生和清除的动态平衡，激发植物体内的保护机

制，从而使气孔趋于闭合以减少进入植物体内的

图 1  对流层 O3 对植物生理生化指标影响相关机制。符号−、+、0 表

示（目前已有的上百篇相关观测研究所显示的）O3 浓度升高对该植被生

理生化指标的影响为减少、增加、或可略。红色符号为 O3 对植物生理

生化指标的主导影响方向 

Fig.1  Mechanisms related to tropospheric O3 impacts on vegetation. The 

symbols −, +, and 0 denote that O3 tends to reduce, increase, or has limited 

impacts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s shown 

in earlier studies. The dominant sign of O3 influence is highlighted in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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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 量。一般而言，速生树种和气孔导度较高的种群

对臭氧更敏感 (Manninen et al., 2003)。冯兆忠等

（2008）对 39 组小麦的实验数据进行元分析（meta- 
analysis），结果显示 O3 会引起气孔导度降低约

31%。Wittig et al. (2009) 通过元分析指出 O3 通常使

树木气孔导度变小。然而，并不是所有植物的叶片

气孔导度在 O3 影响下均减少。已有研究表明 O3

浓度升高对挪威松 (Kronfuß et al., 1998; Leverenz 
et al., 1999)、黑樱桃树 (Kouterick et al., 2000)、冬

小麦 (Inada et al., 2012) 的气孔导度不产生影响。

Maier-Maercker (1989)、Hassan et al. (1994)、Gregg 
et al. (2006) 甚至发现云杉、小萝卜（radish）、棉白

杨的气孔导度随 O3 浓度升高而增加，其原因主要

是因为形成层和薄壁组织木化或表皮组织衰弱导

致它们对气孔失去了控制。 
O3 对叶绿体、气孔导度的影响共同决定其对

（净）光合速率的影响大小和方向。大多数情况下，

O3 可通过增加叶绿体畸形率、降低叶绿素和

Rubisco 含量、以及减少气孔导度来降低光合速率

(Mills et al., 2016)。值得注意的是，光合作用对 O3

的响应程度也可能随叶龄、环境而有所变化。随着

叶龄的增长，叶片光合作用通常更容易受到 O3 影

响 (Coleman et al., 1995)。而在干旱或高温的环境

下，部分植物的光合作用强度在 O3 浓度较高的情

况下反而较无 O3 试验时高 (Karlsson et al., 1997)。 
O3 能使植物叶片出现不同程度可见伤害症状，

从而导致叶面积的降低 (Wittig et al., 2009)。叶面积

与通过光合作用进入到生态系统的碳量（即初级生

产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GPP）之间是正

反馈机制。叶面积减少会减少叶片气孔数量，导致

GPP 降低，进而引起分配到叶的碳量减少，并进一

步减少叶面积。同时，气孔数量的减少还会降低植

物蒸腾。 
气孔导度和叶面积的减少会导致蒸腾的减少。

光合速率和气孔导度对 O3 的敏感性通常不同。

Wittig et al. (2007) 采用元分析方法量化了已有研

究中 O3 对树木光合速率（348 个观测值）和气孔导

度（266 个观测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

革命后 O3 浓度升高使树木净光合速率降低 11%± 

2%，气孔导度降低 13%±2%。Lombardozzi et al. 
(2013) 基于不同植物种类（树、草、农作物）的观

测和元分析方法的研究表明：长期的 O3 暴露会使

植被光合作用降低 21%和气孔导度降低 11%。光合

速率和气孔导度对 O3 敏感性的差异会改变水分利

用效率 (Water Use Efficiency, WUE)。在 O3 暴露下，

WUE 多呈现下降趋势 (Booker et al., 2007; Holmes, 
2014; Lombardozzi et al., 2015)，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植被适应和忍耐干旱的能力。 
O3 还可改变植物根冠比和植物结构。在 O3 暴

露的情况下，进入生态系统的碳量一般更倾向分配

给植株的地上部分而非根部，导致根冠比的减小，

引起植物水分或营养供应不足 (Kouterick et al., 
2000; Zouzoulas et al., 2009)。但也有例外。例如当

水资源较为贫乏或养分竞争较为激烈时，在 O3 暴

露下，植物会分配更多生物量用于根系生长，此时

根冠比将相应增加，提升其水竞争力 (Tjoelker and 
Luxmoore, 1991)，也就是说 O3 会影响植物对干旱

的响应。此外，由于 O3 导致进入生态系统的碳量

减少，常导致树木高度和胸径的减少 (Wittig et al., 
2009)。 

同时，O3 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植物的生物量

和产量（Li et al.，2016）。McGrath et al.（2015）指

出在 1980～2011 期间，美国旱地小麦和大豆产量

受 O3 影响约减少 10%和 5%，每年造成 90 亿美元

的经济损失。Wittig et al. (2009) 研究表明：相对于

外界大气（控制实验），当 O3 浓度增加到 64 ppb 时，

树木生物量减少 11%，当升到 97 ppb 时，树木生物

量减少 17%。冯兆忠等（2008）基于 39 篇观测研

究论文的元分析结果表明：O3 浓度增加可导致小麦

产量降低 26%。 
此外，大量观测发现，在短期 O3暴露后解除其

影响，植物将继续生长，而长期高浓度的 O3暴露能

引起植物代谢紊乱，对其生长产生巨大威胁，甚至

导致植物死亡 (Grams et al., 1999; Oguntimehin et al., 
2010; Chutteang et al., 2016; Cassimiro et al., 2016)。 

 
3  O3暴露指数 

 
过去几十年里，多个指数被用于取代瞬时 O3

浓度，量化站点观测资料所反映的对流层 O3 暴露

与植被响应间的映射关系（ exposure-response 
relationship），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O3 影响植被的参

数化方案。这些指数可归为两大类：基于 O3 浓度

的指数和基于 O3 通量的指数。 
基于 O3 浓度的指数主要包括：AOT40、AOT60、

SUM06、W126、M7 和 M12 (Tai et al., 201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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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T40 和 AOT60 分别是指植物生长季节内，气孔打

开期间（假设为 08:00 至 20:00），植被冠层处 O3

浓度超过 40 ppb 和 60 ppb 时，超出部分的累积值

（Accumulated exposure Over a Threshold Y，AOTY，
记为 AOTY）；其中临界值 40 ppb 常用于欧洲，60 ppb
常用于北美。SUM06 是指植物生长季节内，气孔打开

期间（假设 08:00 至 20:00），植被冠层处 O3 浓度超

过 0.06 ppm（即 60 ppb）时，O3 浓度的和（SUM，

记为 SUM）。W126 是某一段时间内，臭氧浓度加权

（Weighted，W）累计值，加权值与瞬时 O3 浓度成

正比，126 为计算公式中所用的系数；M12 和 M7则

是 12 h（08:00 至 20:00）和 7 h（09:00 至 16:00）
O3 浓度的平均值（Mean，M）。此类指标易于计算，

所基于的 O3 浓度数据也易于测量，但未考虑环境

因子和植被状态的变化对植被吸收臭氧通量的影

响，且累计时段（08:00 至 20:00、09:00 至 16:00）、
浓度阈值或 W126 中权重选取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Harmens et al., 2015; Anav et al., 2016)。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O3 对植被的影

响与植被的 O3 吸入量直接相关，只有通过气孔进

入到植物体内的那部分 O3 才能引起植被的一系列

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并据此提出基于 O3 通量的

指数 (Danielsson et al., 2003; Pleijel et al., 2004, 
2007; Hoshika et al., 2011)。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包

括 CUOY（Cumulative Uptake of Ozone above a 
threshold of Y，单位：nmol m−2 s−1

，CUOY，记为

CUOY）和 PODY（Phytotoxic Ozone Dose over a 
threshold of Y，单位：nmol m−2 s−1

，PODY，记为

PODY）(Dumont et al., 2013; Anav et al., 2016)。CUOY

（或 PODY）表征植物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叶片气孔

（或阳面叶面气孔）进入到植物体内 O3 通量超过

阈值 Y 的累积量。PODY 近才开始推荐给观测研

究使用。该类指标的计算综合考虑了气孔导度、O3

浓度、O3 暴露时间对植被的 O3 吸入量的影响，以

及环境因子和植被状态的变化对植被吸收臭氧通

量的影响，更严谨且更符合实际情况。但其计算需

要叶面气孔导度和 O3 暴露时间，计算相对基于 O3

浓度的指数要复杂。 
 
4  参数化方案 
 

基于上两节介绍的 O3 对植被影响的站点观测

和 O3 暴露指数，目前已提出 4 个 O3影响植被的参

数化方案，以模拟和定量化 O3 在区域或全球尺度

上对植被的影响。这些参数化方案均可表达为： 

p (1 )Y Y F= − ,            （1） 
其中，Y（Yp）表示考虑（未考虑）O3 影响的生理

生化指标，目前已使用生理生化指标包括：净光合

速率、气孔导度、农作物产量；F 是 O3 对该指标

的影响率，为 O3 暴露指数的函数。 
方案一：Felzer et al. (2004) 基于 Reich (1987)、

Tjoelker et al. (1995) 和 Ollinger et al. (1997) 的工

作建立了第一个 O3 影响净光合速率的参数化方案。

在该方案中， 

s OT40F g Aα= × ,          （2） 

其中，gs 为气孔导度，α 反映净光合速率对

gs×AOT40 变化的敏感度，依赖于植物功能类型。该

参数化方案被 Ren et al. (2007a) 引入生态模式

DLEM（Dynamic Land Ecosystem Model）中。 
方案二：Karlsson et al. (2004) 和 Pleijel et al. 

(2004) 分别通过分析欧洲 O3 对树木生物量和农作

物产量影响，得到了 CUOY 与植被响应间的映射关

系。Sitch et al. (2007) 将该映射关系用于全球植被

动力学模式 MOSES-TRIFFID 中，建立 O3 影响植

物净光合速率的参数化方案。在该方案中， 

YaUF O= ,           （3） 

其中 UOY 为通过叶片气孔进入到植物体内超过阈

值 Y 的 O3瞬时通量。参数 a 为不同植物功能类型

（Plant Functional Type，PFT）对 O3 的敏感程度系

数，通过使模拟的 CUOY 与 O3 造成的生物量减少

率映射关系与 Karlsson et al. (2004) 和 Pleijel et al. 
(2004) 一致来校准。该参数化方案还被引入英国地

球系统模式QUEST 的陆面模式 JULES (Clark et al., 
2011)、生态模式 YIBs (Yue and Unger, 2015) 和陆

面模式 NoahMP (Aas, 2012)。 
方案三：Lombardozzi et al. (2013) 通过对 2013

年以前观测研究方面的文献进行数据筛选和质量控

制，得到草、树、农作物数据点分别 49、162、134 个。

在这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分别建立 O3影响植被净

光合速率和气孔导度的参数化方案，用于地球系统

模式CESM的陆面模式CLM 中 (Lombardozzi et al., 
2015)。在该方案中： 

UOYF aC b= + ,          （4） 
其中，参数 a 反映净光合速率或气孔导度对 CUOY 
变化的敏感度；参数 b 为当 UO 0YC = 时，O3 对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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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速率或气孔导度的影响率，两个参数均依赖于

植物功能类型。 
方案四：Tai et al. (2014) 基于已有观测方面的

研究，建立了 O3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参数化方案，在

该方案中， 
F aI= ,                 （5） 

或 
1 exp( )cF a bI= − － ,       （6） 

其中，I 为基于 O3 浓度的臭氧暴露指数：AOT40、

SUM06、W126、M7 和 M12。正常数 a、b、c 基于已

有的观测方面的研究所得。公式（5）和（6）均反

映 O3 的减产效应随 I 的增大而增强。 
目前认为，基于 CUOY 与 O3 植被响应关系的

方案二和方案三更适合地球系统模式。但两个方案

中关键参数 Y、a（b）取值差异很大， 终所模拟

的 O3 对植被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方案二的 O3 通

量阈值 Y 要远大于方案三人为主观设定的 0.8 nmol 
m−2 s−1

，并且考虑了不同植被类型中 Y 的差异（表

1）。此外，两个方案中 a 和 b 值的不同也使方案二

估算的 O3 对净光合速率的抑制强度通常更大，且

抑制强度对 CUOY 变化更敏感（图 2）。 

表 1  方案二和方案三 O3 影响植被参数化方案中不同 PFT

的 O3通量阈值 Y 
Table 1  O3 flux thresholds Y for plant function type (PFT) s 
used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O3 通量阈值 Y 
方案 阔叶树 针叶树 C3 草与农作物 C4 草 灌木

方案二 1.6 1.6 5.0 5.0 1.6 
方案三 0.8 0.8 0.8 0.8 0.8 

 
在以上 4 个方案中，方案一和方案二所基于的

观测数据具较大的局限性。方案一中仅包含截至到

1987 年的观测数据，而方案二仅包含欧洲的观测数

据。此外，方案三和方案四基于的观测数据点 多，

但方案三中的 CUOY 计算公式错误（ Eq.2 ，

Lombardozzi et al.，2013），且阈值 Y 为主观人为设

定，会影响其标定的 CUOY 与 O3 影响植被净光合

速率和气孔导度的映射关系。方案四所用的臭氧暴

露指数没有 CUOY 好，未考虑环境因子和植被状态的

变化对植被吸收臭氧通量的影响。 
 
5  模拟应用 
 

O3 影响植被的参数化方案已被用于多个模式

中，用于定量化该影响在区域和全球上的作用。到

目前为止，主要用于估算其对全球和区域碳循环的

影响。Sitch et al. (2007) 基于方案二和全球植被动

力学模式 MOSES-TRIFFID 的模拟结果表明：因 O3

将导致 2100 年全球 GPP 和生态系统碳储量分别减

小 14%～23%和 9%～17%。Lombardozzi et al. (2015)
和 Yue and Unger (2015) 分别使用方案三的陆面模

式 CLM4.5SP 和方案二的陆面生态模式 YIBs，估算

出 O3 使当前全球 GPP 减少 8%～12%和 2%～5%。

Kvalevåg and Myhre (2013) 基于方案二与陆面模式

CLM4CN，发现氮限制会显著削弱 O3 对全球陆地

碳储量的作用。在区域尺度的应用上，Ren et al. 
(2007a, 2007b, 2012) 基于方案一和陆面生态模式

DLEM 的模拟结果表明：近几十年，显著上升的

AOT40 会导致中国草地的净初级生产力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植被碳储量、土壤有机

碳储量、生态系统总碳储量分别减小 2.5%、10.3%、

0.2%、0.3%；中国农田 NPP 和土壤有机碳储量分

别减小 10.7%和 12.6%；全国 NPP 和总碳储量分别

减小 4.5%和 0.9%。Aas (2012) 基于方案二的陆面

模式 NoahMP 估算出对流层 O3 导致 2009 年欧洲北

部森林地区的 GPP 减少了 0.58%～1.86%。Yue and 
Unger (2014) 和 Yue et al. (2016) 基于方案二的陆

面生态模式 YIBs，估算出 1998～2007 年间，对流

层 O3 使美国夏季 GPP 减少 2%～5%，对哈佛森林

的 GPP 的变化趋势影响有限。 
因为 O3 抑制了陆地碳汇，会使得更多 CO2 积

累在大气中，改变 CO2 的辐射强迫（称为 O3 间接

辐射强迫）。Sitch et al. (2007) 采用 CO2辐射强迫经

验公式，预估出 2100 年 O3 间接辐射强迫为 0.62～
1.09 W/m2

。Kvalevåg and Myhre (2013) 采用与 Sitch 
et al. (2007) 相同的方案，但使用陆面模式

CLM4CN，估算出 2004 年 O3 的间接辐射强迫为

0.03～0.07 W/m2
，氮限制对该估算值的影响不大。 

Lombardozzi et al. (2015) 基于方案三，估算了

2002～2009 年 O3 对植物的毒害作用对全球水、热

通量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指出 O3 对植物的毒害作

用会减少全球潜热通量，增加感热通量幅度，减

少全球植被水分利用效率，增加全球径流量。在

干旱地区、亚马逊流域、澳大利亚地区，其对蒸

散发（evapotranspiration）和径流影响不明显。由于

Lombardozzi et al. (2013) 在估算方案三中关键参数

时 CUOY 计算公式错误，Lombardozzi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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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方案三的量化结果会存在偏差，尽管其定性

上应该是正确的。 
Tai et al. (2014) 基于方案一的研究结果表明，

O3 对未来 50 年农作物产量的影响依赖于区域和采

用的情景（ RCPs ，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RCP4.5 和 RCP8.5）。Tian et al. (2016) 利
用包含方案一的 DLEM 模式，对中国地区 1981～
2010 年气候变化和 O3 浓度增加对主要农作物产量

的影响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在气候变化和对流

层 O3 的作用下，1981～2010 年间中国的年农作物

产量将减小 10.0%±6.2%。 
以上模拟均采用大气驱动数据，未与大气模式

耦合。目前基于耦合模式的研究只有 3 个。Pacifico 
et al. (2015) 采用包含方案二的地球系统模式

HadGEM2，综合分析了在不同程度生物量燃烧排

放量作用下，亚马逊雨林地区 NPP 的变化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生物量燃烧会增加大气中 O3 浓度，

O3 浓度增加会使气孔趋于闭合，从而降低 NPP 以

及植物对 O3 的吸收量，并进一步增大大气中的 O3

浓度。Super et al. (2015) 采用包含方案二的简化

生物大气化学模式 MXLCH，量化了 O3 对荷兰

Cabauw 地区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

明 O3 浓度增加将使气孔导度减少 40%、GPP 减少

15%、潜热通量减少 5%。Pacifico et al. (2015) 和
Super et al. (2015) 均得到 O3 浓度增加会减少气孔

导度这一结论。Sadeke et al. (2015) 采用包含方案

三的地球系统模式 CESM1.2，估算了 O3 浓度—植

被耦合的影响。结果表明 O3 浓度—植被耦合促使

气孔闭合，降低植被对 O3 的吸收，从而造成大气

中O3浓度加大和O3对GPP的抑制作用增强，所导

致的大气 CO2 浓度增强会产生增暖效应。 

 

6  问题与建议 
 
目前几乎所有 O3 影响植被的观测研究均是在

北半球热带外地区开展的，缺乏对热带地区的观

测研究。已有参数化方案中，热带地区植被对 O3

的响应关系均用北半球热带外地区的响应关系来

图 2  O3影响植被参数化方案二和方案三中不同 PFT 的 CUOY 和O3对净光合速率影响率间映射关系（High 和 Low 分别表示植被对O3的高低敏感程度）

Fig. 2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mulative uptake of O3 above a threshold (CUOY) and relative changes in net photosynthesis rate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High and Low represent high and low sensitivity of vegetation to O3,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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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众所周知，热带地区是碳、水、热通量的

高值区，这种替代的准确程度关系到基于模式估

算的热带（甚至可能是全球）对流层 O3 在地球系

统中的作用，以及模式对该地区碳、水、热通量

的模拟水平。因此，我们建议在热带开展更多的

观测，在此基础上检验该替代的准确性或校准 O3

影响植被参数化方案中热带 PFT 的关键参数，减

少在估算 O3 通过影响植被进而影响陆面碳、水、

热通量和状态量以及气候时的不确定性。 
在已有的站点观测中，有近一半的研究未报

告相应的气孔导度值或 O3 暴露时间 (Wittig et al., 
2007; Lombardozzi et al., 2013)。这导致无法计算出

CUOY，从而使基于 CUOY的参数化方案（方案二和方

案三）在关键参数校准时所能使用的观测资料数量

较少 (Sun and Mu, 2016)。在今后的观测实验中，

应鼓励研究人员测量气孔导度或测量计算气孔导

度所需的环境参数，并在相应的文章中给出 O3 暴

露时间和气孔导度值。 
已有的 O3 影响植被观测和模拟应用工作均表

明该影响会对陆—气碳、水、热交换，气候与环  
境、农作物产量有重要影响，是重要的地球系统过

程。然而，目前只有 QUEST、CESM 和 HadGEM2
三个地球系统模式考虑了这一过程，使用了方案二

和方案三，而这两个方案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方

案二中净 O3—植被响应关系仅基于欧洲的观测资

料 (Sitch et al., 2007)；方案三中，基于观测的气孔

导度、O3 浓度、O3 暴露时间计算 CUOY 时公式错

误 (Lombardozzi et al., 2013)，Eq.2 中应除以气孔对

O3 和水的阻抗比（1.67）而非乘以该项，而且其使

用的 CUOY 的阈值 Y 为人为设定。在以后的参数化

方案发展中，需要处理和使用更多已有的观测资料

用以减少估算参数化方案中关键参数的不确定性，

对观测数据的处理和使用也需谨慎。 
目前 O3 影响植被参数化方案的模拟应用主要

集中在估算 O3 对区域和全球碳循环的影响上，很

少研究估算其对陆面水、能量收支、陆表温度、农

业产量的影响，仍未有研究开展其对植被分布的影

响。而且现有模拟研究大多是在离线模式下运行

的，忽略了其它环境、气候要素的协同作用以及

O3 通过影响陆面植被对气候的反馈。此外，所有模

式仅考虑了 O3 减少 GPP 的单向变化，未考虑由此

导致的大气 CO2 浓度上升对生态系统的施肥效应。

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施肥效应，O3 对 GPP 的影响

会有所削弱。因此，今后有必要开展该影响对植被

分布变化的作用，以及基于地球系统模式估算 O3

通过影响植被进而对碳、水、能量收支、气候的影

响。 
从已有的关于 O3 影响的定量化研究可知：O3

对区域和全球碳循环，陆面水、热、能量收支，气

候的影响显著 (Lombardozzi et al., 2015)，与火灾

（全球尺度上 重要的陆面生态干扰过程）的影响

相当 (Li et al., 2014; Li and Lawrence, 2017)。目前，

国内自发研制的全球植被模型 IAP-DGVM (Zeng et 
al., 2014) 和 AVIM (Ji, 1995; Dan and Ji, 2007) 还未

包含相关参数化方案，我们建议相关模式组发展或

引入 O3 影响生态系统的参数化方案，并采用离线

或使用其所在的地球系统模式 CAS-ESM 和气候系

统模式BCC_CSM(Wu et al., 2013)开展O3对中国和

全球气候与环境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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